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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能力与联盟转型∗

黄宇兴

　 　 【内容提要】 　 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指出，联盟成员共享安全利益的程度和联盟成

员共享价值规范的程度是解释联盟类型的两个主要因素。 现有理论讨论了产生不同

联盟类型的主要因素，但并未讨论联盟转型成败的主要条件。 在肯定现有理论解释力

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在不对称联盟中，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谈判能力是解释联盟转型成

败的必要条件。 强盟主对弱盟友的援助能力、干涉能力、补偿能力和损耗能力越强，联

盟转型越容易成功；反之，联盟转型越容易失败。 作者选择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法国在东欧

的联盟转型失败和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 年德国在东欧的联盟转型成功作为检验理论的案例。

依据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苏联档案，检验和发展了一个关于不对称联盟转型成败的理

论。 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有转型的可能性。 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援助能力

较强，但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干涉能力、补偿能力和损耗能力较弱。 因此，美国成功实

现亚太地区联盟转型的可能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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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ａｌｌｉａｎｃｅ）始终是美国对华政

策的一部分。 冷战结束后，中国崛起使得美国更为重视在亚太地区联盟的作用。 中国

学者对此有较为普遍的共识。 然而，中国学者争论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将目前的多个

双边联盟转型成为一个多边联盟的可能性有多大？ 有学者认为，美国试图在美日联盟

的基础上加强与其他盟国的合作。 目前，美国已在三边合作机制化和安全合作的深化

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已呈现出“网络化”的特点。① 另一些

学者认为，虽然美国强化了在亚太地区的双边联盟，但是实现双边联盟向多边联盟转

型的可能性较低。② 这两种判断对中国应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的政策建议不尽

相同。 如果美国成功实现联盟转型的可能性较高，那么中国应当与更多的美国联盟之

外的国家结盟，以便巩固现有影响并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如果美国成功实现联

盟转型的可能性较低，那么中国应当继续谋求与美国的盟国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以
便迟滞美国联盟转型的进程。 因此，中国对美国实现联盟转型成败的判断是一个重要

的现实问题。
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指出，联盟成员共享安全利益的程度和联盟成员共享价值规范的

程度是解释产生双边联盟或多边联盟的主要因素。 现有理论为解答中国面临的问题提

供了有益的思路。 然而，现有理论讨论了产生不同联盟类型的主要因素，但并未讨论联

盟转型成败的主要条件。 此外，现有理论也未讨论给出的两个基本因素的交互作用对联

盟转型的影响。 因此，现有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肯定现有理论解释力的基础上，
笔者将讨论强盟主推动双边不对称联盟转型为多边不对称联盟的成败条件。 笔者提出，
在不对称联盟中，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谈判能力是解释联盟转型成败的必要条件。

本文共有八个部分。 第二部分讨论关于大国、联盟、联盟转型的定义，并给出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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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联盟的类型。 第三部分讨论现有理论提出的安全利益、价值规范与联盟类型的关

系。 第四部分利用现有理论的思路，预测联盟转型的结果，提出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谈

判能力作为解释不对称联盟转型成败的必要条件。 第五部分讨论案例选择的依据。

笔者选择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法国在东欧的联盟转型失败和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 年德国在东欧的

联盟转型成功作为检验理论的案例。 第六和第七部分依据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苏联

的档案，以上述两个案例检验理论的效力。① 第八部分简要论述理论观点的现实意

义。 本文试图在三个方面做出贡献。 第一，试图讨论现有理论不能完全解释的经验现

象，即不对称联盟转型的成败。 第二，基于现有理论，提出了解释联盟转型成败的必要

条件，即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谈判能力。 第三，选取对国际关系产生持久和重大影响的

案例，以多国档案为基础，发展一个关于不对称联盟转型成败的新的解释框架。

二　 不对称联盟的类型

国际关系学者对大国的定义侧重不同。 然而，多数学者强调，一个大国的基本特

征是它拥有比其他国家更为强大的军事实力。 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国家面临卷入

武装冲突的风险。 因此，强大的军事实力不但可以维护国家生存，还可以扩大国家的

影响。② 相比而言，中等国家或者小国的军事能力较弱，它们不得不依赖外部援助保

证生存。③ 考虑到一个国家的军事投射能力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笔者将大国定义为

在某个地区具有强大的军事能力的国家。 联盟或同盟是指两国或多国在安全事务方

面的合作关系。 联盟成员彼此做出安全承诺，期望在与某个国家发生武装冲突时可以

得到盟国的支持。④ 因此，联盟定义了潜在的朋友和对手。⑤ 对称联盟是指联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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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为大国或者联盟成员全部为小国的联盟。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德国、
奥匈帝国、意大利结成了大国的对称联盟。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捷克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结成了小国的对称联盟。

不对称联盟是指大国与小国结成的联盟。 如表 １ 所示，不对称联盟存在四种情

形。 多个大国与一个小国的联盟（情形 １）、多个大国与多个小国的联盟（情形 ２）、一
个大国与一个小国的联盟（情形 ３）、一个大国与多个小国的联盟（情形 ４）。 情形 １ 是

对称联盟的副产品。 若存在多个大国与一个小国的联盟，则大国之间的联盟关系决定

了大国与小国的联盟关系。 例如，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法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结成同盟。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法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后，捷克斯洛伐克加入了法苏同盟。 在法苏捷

同盟中，法苏关系决定法捷关系和苏捷关系。 情形 １ 涉及的不对称联盟从属于对称联

盟。 因此，情形 １ 不在本文分析之列。 情形 ２ 是情形 ３ 和情形 ４ 的综合。 在情形 ２
中，结盟大国一般会划分彼此负责的区域，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 例如，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苏联与东欧小国、中国与亚洲小国分别结盟。 苏联与中国结盟后，苏联负责欧洲

地区，中国负责亚洲地区。① 因此，在欧洲和亚洲分别形成了以苏联和以中国为核心

的不对称联盟。 因此，笔者将不单独讨论情形 ２ 的原理。 情形 ３ 和情形 ４ 的共同点

是，联盟中只存在一个大国。 因此，笔者将该大国称为“强盟主”，将联盟中的小国称

为“弱盟友”。 情形 ３ 可以参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轮毂—轮辐（ｈｕｂ⁃ａｎｄ⁃ｓｐｏｋｅ）”联

盟。 作为强盟主，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弱盟友之间存在安全承诺，而这些弱盟友之间不

存在安全承诺。 情形 ４ 可以参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称北约）。 作为强盟主，美
国与欧洲地区的弱盟友之间存在安全承诺，而这些弱盟友之间也存在安全承诺。 笔者

将情形 ３ 称为“双边不对称联盟”，将情形 ４ 称为“多边不对称联盟”。
不对称联盟“转型”存在多种含义。 首先，联盟的成员可能发生变化。 例如，冷战

结束之后，北约在东欧吸纳新的成员，将联盟的边界从中欧扩大到波罗的海国家。 其

次，联盟的功能可能发生变化。 例如，冷战结束后，在继承原有职能的基础上，北约开

始强调联盟应对非传统安全对缔约国的挑战。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北约总部增设“新安全挑

战部（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② 这两种转型对理解国际关系现实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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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意义。 然而，本文并不试图解释这两种转型。

除了上述两种含义外，联盟转型还意味着联盟的结构可能发生变化。 在不对称联

盟的四种类型中，情形 １ 是对称联盟的副产品。 因此，其余 ３ 种情形之间的相互转化

涉及联盟结构的变化。 情形 ２ 是情形 ３ 和情形 ４ 的综合。 因此，基本的结构变化为两

种，即情形 ３ 转型为情形 ４ 或情形 ４ 转型为情形 ３。 情形 ３ 为双边不对称联盟，弱盟友

之间无安全承诺。 情形 ４ 为多边不对称联盟，弱盟友之间有安全承诺。 在下文中，笔

者将讨论强盟主与弱盟友之间的不同需求。 对强盟主来说，建立双边不对称联盟难度

较低，建立多边不对称联盟的难度较高。 因此，情形 ３ 转型为情形 ４ 更容易发生。 考

虑到这种情况，笔者将讨论强盟主克服联盟转型困难的条件，即强盟主将双边不对称

联盟转型为多边不对称联盟的成败条件。

表 １　 不对称联盟的分类
大国数量

多个 一个

小国数量
一个 情形 １（对称联盟的副产品） 情形 ３（双边不对称联盟）
多个 情形 ２（情形 ３＋情形 ４） 情形 ４（多边不对称联盟）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　 安全利益、价值规范与联盟类型

不对称联盟中，强盟主与弱盟友之间存在较大权力差距。 因此，讨论不对称联盟

转型的前提条件是强盟主有意愿推动联盟转型。 在这一前提下，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指

出，联盟成员共享安全利益的程度以及联盟成员共享价值规范的程度是形成双边不对

称联盟（情形 ３）或多边不对称联盟（情形 ４）的基本条件。 冷战爆发后，美国在亚洲和

欧洲地区分别形成了双边不对称联盟和多边不对称联盟。 而这两个联盟自形成至今

发挥了重大的国际影响。 因此，学者们试图通过回答“为什么亚洲没有出现北约”来

理解为什么以美国为核心的联盟出现不同类型。 这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

也是促进相关的实证研究和政策讨论的突破口。

普莱斯—巴纳森（Ｇａｌｉａ Ｐｒｅｓｓ⁃Ｂａｒｎａｔｈａｎ）、车维德（Ｖｉｃｔｏｒ Ｃｈａ）和罗伯特·麦克马

洪（Ｒｏｂｅｒｔ ＭｃＭａｈｏｎ）等人强调联盟成员共享安全利益的程度对联盟类型的影响。 普

莱斯—巴纳森分析了一个大国为何采取“双边合作策略”“地区合作策略”或“全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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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合作策略”。 笔者定义的“双边不对称联盟”非常类似于普莱斯—巴纳森定义的“双

边合作策略”，而笔者定义的“多边不对称联盟”是她定义的“地区合作策略”的一种。

她指出，大国能否推行地区合作战略取决于两个必要条件：大国与地区国家之间是否

有共同利益、地区国家是否愿意支持地区合作战略。 如果大国与地区国家之间存在共

同利益并且地区国家支持地区合作战略，那么地区合作战略更容易出现。① 与普莱

斯—巴纳森的观点类似，车维德讨论了美国在东北亚联盟的历史经验。 他指出，美国

与盟国的安全利益差异决定了美国在东北亚采取双边联盟政策。 与欧洲的情况不同，

美国在东北亚面临如何应对潜在的所谓“流氓盟友（ｒｏｇｕｅ ａｌｌｉｅｓ）”的挑战。 亚洲的反

共独裁者可能因为内部政治因素挑起对外冲突，而美国不想卷入这类冲突。 因此，美

国试图通过双边联盟直接控制盟国。 美国的决策者正确地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在一个

更大的多边框架内施加类似程度的控制性影响。② 麦克马洪则讨论了美国在东南亚

联盟的历史经验。 他指出，以美国为核心的双边联盟掩盖了美国与盟国对地区内威胁

评估的差异。 然而，美国与盟国之间对“中国威胁”的不同估计使得联盟从形成时就

是不稳定的。③ 在安全利益严重分歧的情况下，美国很难在东南亚地区形成多边

联盟。

在承认联盟成员共享安全利益重要性的前提下，克里斯托弗·哈默尔（Ｃｈｒｉｓｔｏ⁃

ｐｈｅｒ Ｈｅｍｍｅｒ）、彼得·卡赞斯坦 （ Ｐｅｔｅｒ 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 和阿米塔·阿查亚 （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等人着重强调联盟成员共享价值规范的程度对联盟类型的影响。 哈默尔和

卡赞斯坦指出，联盟成员对集体身份的不同认知导致了不同的联盟类型。 受种族、历

史、政治和文化的影响，美国决策者认为，潜在的欧洲盟国是一个共同体中相对平等的

伙伴。 然而，美国却将在亚洲的盟国视为与自己差异很大的、次级的群体。 在欧洲，美

国和盟国的共有认同促进了多边联盟；而在亚洲，美国和盟国缺少共有认同导致了一

系列双边联盟，而无法形成多边联盟。④ 阿查亚赞同哈默尔和卡赞斯坦的分析思路。

然而，阿查亚将视线聚焦于地区内小国的作用。 他指出，东南亚国家的历史和国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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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Ｇａｌｉａ Ｐｒｅｓｓ⁃Ｂａｒｎａｔｈ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３， ｐ．３３．

Ｖｉｃｔｏｒ Ｄ． Ｃｈａ， “Ｐｏｗｅｒｐｌａｙ：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Ａｓｉ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
３４， Ｎｏ．３，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ｐｐ．１５８－１９６．

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ＭｃＭａｈｏｎ，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Ａｓｉａ，” ｉｎ Ｖｏｊｔｅｃｈ
Ｍａｓｔｎｙ ａｎｄ Ｚｈｕ Ｌｉｑｕｎ， ｅｄｓ．，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Ｌａｎｈａｍ：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４， ｐｐ．２３４－２３５．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Ｈｅ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Ｊ． 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 “Ｗｈｙ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Ｎｏ ＮＡＴＯ ｉｎ Ａｓｉ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６， Ｎｏ．３， ２００２， ｐｐ．５７５－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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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因素使得它们缺少对集体性的防务身份认同。 英国试图以东南亚条约组织（ＳＥＡＴＯ）

作为亚洲“地区性”防务安排。 这一倡议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然而，亚洲国家之间的互

动破坏了英美的努力。 这不仅使得东南亚条约组织建立时就比较脆弱，而且参加该组织

的东南亚国家（泰国和菲律宾）对其主权和亚洲身份非常敏感。 当出现了地区主义的规

范后，泰国和菲律宾很快抛弃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并加入了东南亚国家联盟（ＡＳＥＡＮ）。

东南亚国家反对集体防务安排的规范，不仅削弱了东南亚条约组织，而且使得类似的安

排或者通过间接和秘密的渠道（即“后门的方式”）形成新的类似的组织成为不可能。 换

言之，亚洲国家之间的互动使得集体防务安排被“去合法化”。 亚洲的独特规范解释了

东盟的建立和成功，也体现了亚洲国家对国际秩序的独特贡献。①

现有理论以联盟成员共享安全利益的程度和联盟成员共享价值规范的程度解释

联盟的不同类型。 现有理论对理解联盟转型提供了基本思路和有益启示。 然而，现有

理论并未直接讨论联盟转型成败的条件。 鉴于现有理论的重要意义，笔者将首先按现

有理论的思路预测联盟转型的成败。 对现有理论给出的两个基本因素的界定如下：联

盟成员共享安全利益的程度指联盟成员对主要威胁来源判断的一致程度。 联盟成员

共享安全利益程度较高，意味着联盟成员对主要威胁来源的判断具有一致性；联盟成

员共享安全利益程度较低，意味着联盟成员对主要威胁来源的判断缺少一致性。 联盟

成员共享价值规范的程度是指联盟成员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程度。 联盟成员

共享价值规范的程度较高，意味着联盟成员共享某种政治体制或者意识形态；联盟成

员共享价值规范的程度较低，意味着联盟成员既不共享某种政治体制，也不共享某种

意识形态。 在检验现有理论的效力后，本文将讨论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谈判能力与联盟

转型之间的关系。

四　 谈判能力与联盟转型

根据现有理论的思路，当联盟成员共享安全利益的程度较高并且联盟成员共享价

值规范的程度较高时，双边不对称联盟转型为多边不对称联盟较容易成功。 联盟转型

成功意味着联盟内的每个成员与其他成员之间形成了互助性的安全承诺。 这有利于

发挥每个联盟成员在军事能力、领土区位、自然资源和情报收集等方面的特长。 转型

成功不仅可以提高联盟对潜在敌国的竞争优势，而且可以增强联盟成员国内政治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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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Ｗｈｙ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Ｎｏ ＮＡＴＯ ｉｎ Ａｓｉａ？’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Ｗｅａｔｈｅｒｈｅａｄ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０５－０５，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５．



础。 例如，１９４８ 年，苏联先后与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签订双边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苏联与这些东欧盟国都认为美国在西欧的军事存在是其主要威胁。 此外，苏联与东欧

盟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提升联盟成员的安全合作水平，不仅有利于联

盟成员应对外部威胁，而且有助于巩固联盟成员的国内政治基础。 因此，随着美国强

化在西欧的存在，苏联将双边不对称联盟成功地转型为多边不对称联盟。 １９５５ 年联

邦德国加入北约后，苏联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
相反，当联盟成员共享安全利益的程度较低并且联盟成员共享价值规范的程度较低

时，双边不对称联盟转型为多边不对称联盟较容易失败。 联盟转型将导致弱盟友对与之

安全利益不一致的弱盟友给予安全承诺。 这将增加本国在和平时期与新盟国协调政策

的成本，增大本国卷入不必要的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并可能削弱本国的国内政治基础。
例如，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法国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别缔结了联盟条约。 然而，波兰和

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利益不同。 波兰虽然维护《凡尔赛和约》（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Ｖｅｒｓａｉｌｌｅｓ）中关

于“波兰走廊（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的规定，但却反对和约中关于特申地区（Ｔｅｓｃｈｅｎ）的
条款。 相比较而言，捷克斯洛伐克维护《凡尔赛条约》的各项条款。 波兰和捷克斯洛伐

克不仅存在对特申地区的争端，而且两国之间缺少共同的价值规范。 例如，身为波兰军事

独裁者和“复国元勋”的约瑟夫·毕苏斯基（Ｊóｚｅｆ Ｐｉłｓｕｄｓｋｉ）厌恶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制

度。 因此，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法国试图推动波捷结盟以实现联盟转型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①

表 ２　 现有理论关于不对称联盟转型的预测

联盟成员共享安全利益的程度

高 低

联盟成员
共享价值
规范的程
度

高
联盟转型成功（例如 １９５５ 年苏联建
立华沙条约组织） ？

低 ？ 联盟转型失败（例如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法
国推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结盟）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如表 ２ 所示，虽然现有理论并未直接讨论联盟转型成败的条件，但当两个自变量

取极值时，现有理论对联盟转型的成败给出了有力的解释和清晰的预测。 然而，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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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法国—波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相互关系，参见 Ｐｉｏｔｒ Ｓｔｅｆａｎ Ｗａｎｄｙｃｚ，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ｅ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ｌｌｉｅｓ， １９１９ － １９２５，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２； Ｐｉｏｔｒ Ｓｔｅｆａｎ
Ｗａｎｄｙｃｚ， Ｔｈｅ Ｔｗｉ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Ｆｒｅｎｃ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１９２６－１９３６： Ｆｒｅｎｃｈ⁃Ｃｚｅｃｈｏｓｌｏｖａｋ⁃Ｐｏｌｉ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Ｌｏｃａｒｎｏ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ｈｉｎｅｌ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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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未解释两个自变量交互作用时联盟转型的结果。 鉴于这种情况，在肯定现有理论

解释力的基础上，笔者拟分析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谈判能力。 笔者将这种能力作为不对

称联盟转型的必要条件。
不对称联盟体现了强盟主与弱盟友之间的不同需求。 强盟主与弱盟友结盟，强盟

主得到了弱盟友让渡的对外政策自主性，从而扩大了强盟主施加自身影响的物质基

础。 弱盟友得到了强盟主提供的安全保障，从而提高了在无政府体系中生存的概

率。① 若一个强盟主与若干弱盟友建立了双边不对称联盟关系，则强盟主与每个弱盟

友之间都存在这种各取所需的关系。 然而，弱盟友之间不存在上述各取所需的特点。
联盟转型意味着联盟成员在与潜在敌方发生冲突时，联盟整体效益和效率的提高。 这

对强盟主和弱盟友都有利。 但是，强盟主不需要承担弱盟友之间的安全承诺带来的成

本，而弱盟友则要承担这种成本。 对一个弱盟友来说，联盟转型意味着它对潜在敌方

获得新的收益，但它相对于其他弱盟友则需承担新的成本。 如果这个弱盟友认为新的

联盟体系带来的收益小于成本，那么它将利用与强盟主的相互依赖关系抵制联盟转

型。 肯尼思·华尔兹（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 Ｗａｌｔｚ）指出，在不对称联盟中，弱盟友对联盟的贡

献相对不重要。 在不对称的国家组成的联盟中，强盟主无须担心弱盟友的忠诚，因为

弱盟友基本上没有选择。② 这种看法解释了权力差距对强盟主的优势，但它忽视了强

盟主所面临的来自弱盟友的制约。 在很多情况下，弱盟友在地理区位、自然资源、情报

收集等方面对强盟主构成了有力的约束。 因此，除非强盟主对弱盟友具备较强的谈判

能力，否则强盟主很难将联盟成功转型。
强盟主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激励或惩罚弱盟友。 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谈判能

力体现在四个方面。 （１）强盟主对弱盟友的援助能力：强盟主对弱盟友的援助是否具

有不可替代性？ 如果强盟主对弱盟友的援助具有不可替代性，那么强盟主对弱盟友的

谈判能力较高。 反之，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谈判能力较低。 （２）强盟主对弱盟友的干涉

能力：强盟主对弱盟友可能采取的干涉方式的强制程度如何？ 如果强盟主可在弱盟友

的主权范围内进行军事占领或政权更迭，那么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谈判能力较高。 反

之，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谈判能力较低。 （３）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补偿能力：强盟主以第

三国补偿弱盟友的能力如何？ 如果强盟主可以第三国为代价增进弱盟友的安全，那么

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谈判能力较高。 反之，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谈判能力较低。 （４）强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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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ａｍｅｓ Ｄ． Ｍｏｒｒｏｗ，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ｌｌｉ⁃
ａｎｃ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４， １９９１， ｐｐ．９０３－９３３．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 Ｗａｌｔｚ，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Ｗａｒ ｉｎ Ｎｅｏｒｅａｌ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Ｉ． Ｒｏｔ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Ｋ．
Ｒａｂｂ， ｅｄ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Ｗａｒ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 ｐ．４５．



主对弱盟友的损耗能力：强盟主以弱盟友补偿第三国的能力如何？ 如果强盟主可以弱

盟友为代价增进与第三国的合作，那么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谈判能力较高。 反之，强盟

主对弱盟友的谈判能力较低。

表 ３　 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谈判能力

直接方式 间接方式

激励机制 援助能力 补偿能力

惩罚机制 干涉能力 损耗能力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谈判能力如表 ３ 所示。 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谈判能力越强，则
强盟主促使或迫使一个弱盟友承担对其他弱盟友的安全承诺的能力越强，联盟转型

越容易成功。 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谈判能力越弱，则强盟主促使或迫使一个弱盟友承

担对其他弱盟友的安全承诺的能力越弱，联盟转型越容易失败。 在谈判能力四个组

成部分中，取正值的指标越多，联盟转型成功的可能性越高；取负值的指标越多，联

盟转型的可能性越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有理论分析强国影响弱国时，往往强

调强国应实行“自我约束”，引导弱国自愿追随强国，以政策协调促进国际合作。① 这

种看法有其合理性。 然而，“自我约束”不等于“自废武功”。 不对称联盟转型意味

着弱盟友需增强对联盟的安全承诺。 因此，若强盟主对弱盟友仅提供激励机制而无

法以惩罚机制做保障，则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谈判能力将被削弱。 这会降低联盟转型

成功的可能性。

五　 案例选择

为了检验谈判能力对联盟转型的影响，本文拟选取以下两个案例：（１） １９３６—
１９３７ 年法国在东欧的联盟转型失败；（２）１９４０—１９４１ 年德国在东欧的联盟转型成功。
这两个案例符合讨论不对称联盟转型的前提条件。 法国和德国是欧洲大陆的强国，两
国分别在东欧拥有多个弱小盟国，并且两国都试图推动联盟转型。 在此基础上，笔者

选择这两个案例，主要考虑到以下三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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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１１１， Ｎｏ．３，
１９９６， ｐ．３８８；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 Ｋｕｐｃｈａｎ， “Ａｆｔｅｒ Ｐａｘ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Ｂｅｎｉｇｎ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ａ Ｓｔａ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２， １９９８， ｐｐ．４７－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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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表 ４ 所示，联盟成员共享安全利益的程度及其共享价值规范之间存在显

著的不匹配。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法国分别对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做出安全承诺。①

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之间有针对匈牙利的联盟。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法、捷、

罗共同面对德国的威胁。 法国希望在捷—罗之间建立新的针对德国的安全承诺，以便

捷—罗联盟与法—捷、法—罗联盟对接。 然而，法、捷、罗三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

迥异。 法、捷两国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罗马尼亚的卡罗尔国王（Ｃａｒｏｌ ＩＩ）对议

会民主制度并无好感。 相反，他不遗余力地加强王权并推动个人崇拜。 法国的联盟

转型将有助于增强罗马尼亚的安全，但会对罗马尼亚的政权产生负面影响。 类似

地，１９３９—１９４０ 年，德国分别对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做出安全承诺。 三国的独裁者希

特勒、米克罗斯·霍尔蒂（Ｍｉｋｌóｓ Ｈｏｒｔｈｙ）、扬·安东内斯库（ Ｉｏｎ Ｖ． Ａｎｔｏｎｅｓｃｕ）对专

制政体的认同推动了三国的接近。 然而，三国的安全利益并不一致。 特兰西瓦尼亚

（Ｔｒａ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争端导致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将彼此视为威胁。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 年，德国试

图将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变为对苏作战中并肩战斗的盟友，但匈罗争端对德国构成了

挑战。 在这两个案例中，联盟成员面临的共同安全利益及其共享价值规范之间存在

显著的不匹配。 因此，现有理论不能完全预测联盟转型的结果。 选择这两个例子可

以使笔者控制安全利益和价值规范对联盟转型的影响，集中观察谈判能力对联盟转

型的影响。

表 ４　 现有理论对联盟转型的不完全预测

联盟成员共享安全利益的程度

高 低

联盟成员共
享价值规范
的程度

高 现有理论已预测
现有理论未预测（案例：１９４１ 年德国
能否建立德匈罗多边联盟？）

低
现有理论未预测（案例：１９３７ 年法
国能否建立法捷罗多边联盟？） 现有理论已预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第二，在控制共同安全利益和共享价值规范的基础上，笔者希望观察谈判能力如

何影响联盟转型的结果。 因此，笔者应选择谈判能力不同和联盟转型结果不同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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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外，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法国与南斯拉夫缔结了友好条约。 然而，法国与南斯拉夫

的条约不涉及法国与南斯拉夫彼此的安全承诺。 相关讨论参见 Ｊａｃｏｂ Ｂ． Ｈｏｐｔｎｅｒ，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ａ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 １９３４－
１９４１，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２， ｐ．１４。



例，以便讨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法国和德国谈判能力的取值参见表 ５。 这两个案

例中，自变量的四个指标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自变量取极值。 同时，这两个案例中，

因变量也取极值（转型失败 ｖｓ．转型成功）。 因此，以这两个案例为依据有利于笔者讨

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案例部分，笔者将对谈判能力和联盟转型的关

系做详细讨论。

表 ５　 案例变量取值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法国的联盟转型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 年德国的联盟转型

（自变量）
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谈判能力

（低） （高）

（指标 １）
强盟主对弱盟友的援助能力

（低）
援助可以被替代

（高）
援助难以被替代

（指标 ２）
强盟主对弱盟友的干涉能力

（低）
难以占领盟国或更迭盟国政权

（高）
可以占领盟国或更迭盟国政权

（指标 ３）
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补偿能力

（低）
法国以德国补偿盟国困难

（高）
德国以苏联、南斯拉夫补偿盟
国容易

（指标 ４）
强盟主对弱盟友的损耗能力

（低）
法国以德国损耗盟国困难

（高）
德国以苏联损耗盟国容易

（因变量）
转型结果

（失败） （成功）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第三，两个联盟转型对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持久、重大的影响，使得这两个案例

具备检验理论必要条件的潜力。 若 １９３７ 年法国实现了联盟转型，则罗马尼亚有义务

对面临德国威胁的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援助。 考虑到法、苏、捷已经结盟，罗马尼亚可能

会允许苏联武装力量利用罗马尼亚的领土和领空支援捷克斯洛伐克。 若法国、苏联和

罗马尼亚同时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则捷克斯洛伐克将可以控制苏台德地区（Ｓｕｄｅｔｅｎ⁃

ｌａｎｄ）。 退一步说，即使德国能够在遭到强烈抵抗的情况下占领苏台德地区，考虑到波

兰和罗马尼亚已经结盟，波兰也很难参与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进程。 捷克斯洛伐克的

存在将从地缘政治、军事装备和工业潜力三方面迟滞德国的战争准备，进而推迟世界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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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的爆发。① 类似地，若 １９４１ 年夏德国仍无法实现联盟转型，则匈牙利与罗马尼亚

的争端可能导致匈牙利为防备罗马尼亚而对德国要求借道匈牙利进攻南斯拉夫和苏

联抱有疑虑。 同时，持续的争端将影响罗马尼亚对德国提供石油的前景。 没有匈牙利

领土和罗马尼亚石油的支持，德国军队将很难在东部战场迅速展开。 上述两个联盟转

型涉及世界大战演变的进程，而现有理论却不能充分解释这两个案例。 因此，检验这

两个案例不仅有助于检验和发展关于联盟转型的理论，而且有助于理解世界大战的

进程。

六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法国联盟转型的失败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成为法国在东欧的重要盟国。 然而，

法国与两国结盟的动力并不完全相同。 法国担心德国重新成为军事大国，而捷克斯洛

伐克担心德国以其境内的德裔少数民族对其提出领土要求。 因此，法捷联盟主要是针

对德国的。 相较而言，法罗联盟最初是针对苏联的。 法国将苏维埃政权视为“瘟疫”，

试图将罗马尼亚作为“反共防疫线”的前哨。 而罗马尼亚则担心苏联依据帝俄时代的

边界对罗马尼亚提出领土要求。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上述情况发生了变化。 德国很可能

再次成为军事大国，而德苏关系的冷淡和恶化意味着法苏合作的增强。 因此，法捷联

盟针对德国的属性并未改变。 然而，在苏罗未解决领土争端的情况下，法国同苏联缔

结了《互不侵犯条约》。 法罗关系出现紧张。

１９３３ 年 １ 月，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为法捷、法罗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希

特勒在《我的奋斗》（Ｍｅｉｎ Ｋａｍｐｆ）中宣扬的重整军备和种族政策引起了法国、捷克斯

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不安。 法国的经济实力和人口资源逊于德国。 若德国推行重整

军备的政策，则德国将在几年内改变法德军力平衡。 德国谋求修改《凡尔赛和约》，而

该条约是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疆域的主要依据。 德国谋求将全体德意志人纳入

“大德意志国家（Ｇｒｏßｇｅｒｍａｎｉｓｃｈｅｓ Ｒｅｉｃｈ）”中，而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境内分别

有 ３００ 多万和 ５０—６０ 万德裔少数民族。 德国对世界各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提供物质

和道义支持，而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政府镇压本国境内的法西斯组织。 换言之，

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使得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获得了强化联盟的动力。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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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捷克斯洛伐克发达的军事工业使得它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均武器数量最多的国家。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德国肢

解了捷克斯洛伐克。 据当时德国的不完全统计，德国缴获了 １９０ 万支步枪、４ ４ 万挺机枪、２４００ 门大炮、１０００ 架飞

机和 １２ 万吨弹药。 相关数据参见“Ｈｉｔｌｅｒｓ Ｔａｌｋ ｗｉｔｈ Ａｔｔｏｌｉｃｏ，” ＤＧＦＰ， Ｓｅｒｉｅｓ Ｄ， Ｖｏｌ．６， Ｎｏ．５２， １９３９， ｐ．６１。



果说德国为法国在东欧的联盟转型提供了动力，那么匈牙利则为联盟转型提供了可

能。 《特里亚农条约》（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Ｔｒｉａｎｏｎ）以匈牙利为代价增加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

尼亚的领土。 早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即形成了反对匈牙利的

联盟。 只要法国在既存的捷—罗针对匈牙利的安全承诺的基础上增加针对德国的安

全承诺，那么法国就可以实现联盟转型。
然而，法国对盟国的谈判能力不足最终导致联盟转型失败。 法国对盟国的援助能

力是有限的。 自法捷、法罗联盟形成以来，法国的援助方式仅限于提供经济或军事援

助。 １９３１ 年春，为鼓励盟国反对德奥关税同盟计划，法国向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

分别提供了 ５０００ 万和 ４２００ 万美元的贷款。 １９３２ 年 １ 月 ２２ 日，法国再次向捷克斯洛

伐克提供了 ３０００ 万美元的贷款。① 然而，自 １９３２ 年年初至 １９３９ 年年初，法国未向捷

克斯洛伐克提供新的大规模援助。 与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援助相比，法国对罗马尼亚的

援助更是“口惠而实不至”。 １９３４ 年，由于不能生产自动化的小武器、摩托化设备、坦
克和大炮，罗马尼亚迫切需要法国武器提高国防能力。 １９３４ 年 ６ 月，法国外长路易

斯·巴都（Ｌｏｕｉｓ Ｂａｒｔｈｏｕ）访问罗马尼亚为增进两国关系提供了契机。 巴都声称，只要

有一平方厘米的罗马尼亚土地被改变，那么法国将站在罗马尼亚一边。 虽然巴都的演

讲得到了雷鸣般的掌声，但他却对援助罗马尼亚虚与委蛇。 １９３４ 年 ６ 月 ２１ 日，罗马

尼亚强烈要求法国提供军事装备。 巴都表示法国将考虑这一建议，但是法国的援助不

可能是无偿的。 罗马尼亚表示愿意支付报酬或者石油。 几个月之后，法国发现罗马尼

亚无法支付购买武器的款项。 因此，法国给了罗马尼亚一些旧式武器。 这些武器属于

法国政府，但是罗马尼亚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下使用。 １９３４ 年法国情报部门估计，罗马

尼亚有 １０—８０ 架可以在战争中使用的飞机。 １９３４ 年 ９ 月，罗马尼亚向法国提出购买

飞行器材和弹药的要求。 拖了两个月之后，法国予以拒绝。② 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尼

亚只好利用其与德国的经济互补性从德国进口武器。 表 ６ 显示了 １９３０—１９３７ 年罗马

尼亚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进口武器所占比例。 德国和罗马尼亚的安全关系紧

张，但德国却成为罗马尼亚武器主要供给国之一，这反映了法国对罗马尼亚援助的可

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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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Ｆｅｌｉｘ Ｊｏｈｎ Ｖｏｎｄｒａｃｅｋ，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Ｃｚｅｃｈｏｓｌｏｖａｋｉａ， １９１８－１９３５，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７， ｐｐ．３３７－３３８．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ｖａｎｓ Ｓｃｏｔｔ，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ｉｔｌｅｒ：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ａｎｃｏ⁃Ｓｏｖｉｅｔ Ｐａｃｔ， Ｄｕｒｈａｍ： Ｄｕｋ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２， ｐ．１７４； Ｄｏｖ Ｂ． Ｌｕｎｇｕ， Ｒｏｍａｎ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 １９３３－１９４０， Ｄｕｒｈａｍ：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 ｐ．４２； Ｍａｒｔ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Ｔｏ Ａｒｍ ａｎ Ａｌｌｙ： Ｆｒｅｎｃｈ Ａｒｍｓ Ｓａｌｅｓ ｔｏ Ｒｏｍａｎｉａ， １９２６－１９４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２， １９９６， ｐｐ．２３９－２４１；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Ｄｕｒｏｓｅｌｌｅ，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ｚｉ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Ｆｒｅｎｃｈ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１９３２－１９３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Ｅｎｉｇｍａ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４， 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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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１９３０—１９３７ 年罗马尼亚武器进口比例
年 份来 源 国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４ １９３５ １９３６ １９３７

法国（％） — １０ ５ ９３ １ ６３ １ １ ０ ０ １ — —
捷克斯洛伐克（％） ６０ ５ ３１ ９ ０ ６ ２５ ７ — ４ ６ １６ １ ３５ ４

德国（％） ０ １ ３５ １ ３ ５ ４ ７ ５２ １ ３９ ８ ３７ ６ ２２ ３
　 　 资料来源：Ｍｉｌａｎ Ｈａｕｎｅ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Ｂｕｄｇ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ｍａｍｅｎｔ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ａｓｅｒ ａｎｄ Ｅ． Ａ． Ｒａｄｉｃｅ， ｅｄ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１９１９－１９７５， Ｖｏｌ．２，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ｐ．６４。

除此之外，法国与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之间无共同边界。 这同时降低了法国

对盟国的援助能力和干涉能力。 一旦法国的盟国面临武装冲突，法国不能直接出兵援

助盟国；一旦法国的盟国试图抛弃法国，法国不能占领盟国或更迭盟国政权。 １９３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法国总参谋长莫里斯·甘末林（Ｍａｕｒｉｃｅ Ｇａｍｅｌｉｎ）对英国武官详细分析了

地理条件对法国的东欧政策的限制。 “假设德国在建立（西线）防御工事之后决定向

东发展，攻击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将发现其道路被堵

塞，并且不可能迅速强化中东欧盟友。”甘末林总结说，“援助办法取决于法国无法直

接控制的条件”，“法国直接帮助盟国或者对德国施加足够大的压力缺少直接的通

道”。① 关于地理条件对法国援助盟国的限制，甘末林的分析是正确的。

但是，甘末林夸大了地理因素的影响。 作为德国的邻国，法国有条件直接进攻德国。

然而，法国的军事和政治战略使它很难用德国的损失补偿法国在东欧的盟国。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法国奉行静态防御战略，并修筑了“马其诺防线（ｔｈｅ Ｍａｇｉｎｏｔ Ｌｉｎｅ）”。 同时，法

国奉行“绥靖”战略以避免同德国发生武装冲突。 法国对意大利、苏联和英国的政策体

现了法国对东欧盟国缺乏足够的补偿能力。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 ５ 日，法国外长皮埃尔·赖伐尔

（Ｐｉｅｒｒｅ Ｌａｖａｌ）与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会谈。 法国和意大利都反对德国重整军备的政

策。 墨索里尼指出，要想摧毁德国的军备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通过战争消灭德国的军

备。 赖伐尔明确拒绝了这个提议，强调“现在没有人想打仗”。② 在拒绝意大利倡议的

同时，法国谋求与苏联结盟。 然而，法国对承担“自动地”援助苏联的义务有所保留。

法国要求法苏同盟条约应与国际联盟宪章相一致，以便法国协调对英国的政策。③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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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Ｃｌｅｒｋ ｔｏ Ｅｄｅｎ，” ＤＢＦＰ，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ｒｉｅｓ，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１１２， １９３６， ｐｐ．１４３－１４５．
Ｇ． Ｂｒｕｃｅ Ｓｔｒａｎｇ，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Ｄｒｅａｍｓ： Ｔｈｅ Ｍｕｓｓｏｌｉｎｉ⁃Ｌａｖａｌ Ａｃ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３５，”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４４， Ｎｏ．３， ２００１， ｐ．８０３．
Ｌｉｓａｎｎｅ Ｒａｄｉｃｅ， Ｐｒｅｌｕｄｅ ｔｏ Ａｐｐｅａｓｅｍｅｎｔ： Ｅａｓ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１９３０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１， ｐ．１２９；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Ｔｈｅ Ｕｎｈｏｌ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Ｓｔａｌｉｎｓ Ｐ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Ｈｉｔｌｅｒ，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６８－７０．



德国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后，法国的政策不是与苏联合作制裁德国，而是谋求英国对

法国提供保障并承认德国出兵的既成事实。① 德国占领非军事区后，便开始构筑“齐

格菲防线（ ｔｈｅ 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Ｌｉｎｅ）”。 这进一步降低了法国进攻德国的可能性，从而降低

了法国对盟国的谈判能力。

最后，法国损耗盟国的能力较低。 法德关系难以和解导致法国的盟国并不担心自

己成为法国对德政策的牺牲品。 法国很难以法德关系的变化影响东欧盟国。 在法国

看来，法苏结盟是应对德国挑战的措施。 而在德国看来，法苏同盟是包围德国的措施。

因此，法苏结盟后，德国决策者将法国谋求与德国和解的措施视为空洞的姿态而予以

拒绝。 １９３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德国外长康斯坦丁·冯·牛赖特（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ｖｏｎ Ｎｅｕｒａｔｈ）

对法国大使明确指出，赖伐尔只是为了选举才高喊“法德和解”的口号。②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希特勒毫不客气地抨击法国大使。 法苏条约形成了一个专门针对德国的军

事同盟。 在法苏条约基础上实现法德和解是不可能的。③ 只要法德关系和解的可能

性不高，那么法国在东欧的盟国就不必担心法国抛弃它们。 因此，它们缺乏足够的动

力满足法国的要求。

德国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推动了法国在东欧的联盟转型。 法国完全了解，非军事

区的存在是德国西部防线脆弱的重要原因。 因此，德国占领非军事区将强化德国在西

线的地位，并使德国可以抽调更多的兵力用于东线。 在德军东进的道路上，捷克斯洛

伐克将成为首轮打击目标之一。④ 因此，德国占领非军事区后，捷克斯洛伐克即提出，

关于对德政策，它准备与法国站在一起。 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准备与罗马尼亚和南斯

拉夫磋商，以采取共同的外交政策。⑤ 捷克斯洛伐克的态度意味着，它准备将法捷针

对德国的安全承诺与捷罗针对匈牙利的安全承诺相联系。 然而，法国最初的反应比较

谨慎。 一方面，德国占领非军事区之后，法国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法德边界上。 法

国尚无精力处理东欧问题。 另一方面，法国出现了政府更迭。 首次执政的联合阵线政

府（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Ｆｒｏｎｔ）需要一定的时间熟悉外交事务。 当英法军事谈判业已开始并且

法国新政府趋于稳定后，法国便开始考虑捷克斯洛伐克的建议。 对法国来说，联盟转

·２９·

　 谈判能力与联盟转型


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ｄｅｎ ｔｏ Ｃｌｅｒｋ，” ＤＢＦＰ，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ｒｉｅｓ，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１３１， １９３６， ｐｐ．１６７－１６８； Ｊａｍｅｓ Ｔｈｏｍａｓ Ｅｍｍｅｒ⁃
ｓｏｎ， Ｔｈｅ Ｒｈｉｎｅｌａｎｄ Ｃｒｉｓｉｓ， ７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３６：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Ｍ． Ｔｅｍｐｌｅ Ｓｍｉｔｈ， １９７７，
ｐ．１９３．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ｂｙ Ｎｅｕｒａｔｈ，” ＤＧＦＰ， Ｓｅｒｉｅｓ Ｃ， Ｖｏｌ．４， Ｎｏ．１７１， １９３５， ｐ．３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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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是重新显示法国在东欧存在的机会。 若法国能在东欧成功实现联盟转型，则法国可

以降低德国占领非军事区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迟滞德国备战的进程。

然而，法国没有估计到罗马尼亚对外政策的突变。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捷克斯洛伐克总

统爱德华·贝奈斯（Ｅｄｖａｒｄ Ｂｅｎｅš）和罗马尼亚外长尼古拉·底图内斯库（Ｎｉｃｏｌａｅ Ｔｉｔ⁃

ｕｌｅｓｃｕ）会面。 双方一致认为，德国将很快推动德奥合并（Ａｎｓｃｈｌｕß）并进攻捷克斯洛伐

克。 这将成为德国考验英法是否有能力维持中欧现状的试金石。 如果英法无所作为，

那么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将被迫与德国和解。① 虽然法国尚未推动在东欧的联

盟转型，但是它已经加强了在东方的阵地。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３１ 日，法国国防部部长爱德

华·达拉第（éｄｏｕａｒｄ Ｄａｌａｄｉｅｒ）批准向苏联出口价值 １ 亿法郎的军事装备。② 正当法

国巩固在东欧的阵地时，罗马尼亚的对外政策却发生了突变。 １９３４—１９３６ 年，作为反

对修改《凡尔赛和约》的首脑，卡罗尔国王试图让罗马尼亚加入“集体安全”体系。 在

卡罗尔国王的支持下，底图内斯库推进了罗马尼亚与法国和苏联的合作。 然而，在卡

罗尔国王看来，德国占领非军事区表明法国力量的衰弱。 法国联合阵线政府的执政意

味着法国左派对罗马尼亚政体的威胁。 过去两年的经验表明，即使罗马尼亚与法国和

苏联合作，它也无法解决苏罗领土争端问题。 因此，卡罗尔国王不愿再将罗马尼亚的

安全和政权系于法国，也不愿再将本国的领土和主权与苏联相联系。 卡罗尔国王将底

图内斯库撤职意味着罗马尼亚改变了对法国联盟转型的态度。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 ６ 日，罗

马尼亚新任外长对德国驻罗马尼亚公使指出，罗马尼亚不想在欧洲事务中发挥积极作

用，不会与苏联结盟。 罗马尼亚与法国的友好关系不意味着与德国的敌对关系。③ 在

罗马尼亚改变政策的情况下，除非法国能够迫使罗马尼亚承担对捷克斯洛伐克新的义

务，否则法国的联盟转型将失去意义。

联盟转型有助于法国改善在东欧的地位。 因此，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法国向捷克

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正式提出了联盟转型计划，希望它们将彼此反对匈牙利的义务变

成反对任何侵略的互助义务。④ 这一计划是针对德国的。 然而，法国已经意识到罗马

尼亚的离心倾向。 １９３６ 年 １１ 月 ５ 日至 １５ 日，罗马尼亚领导人访问比利时和法国。 考

虑到罗马尼亚和波兰之间的联盟，罗马尼亚随后向波兰介绍了法罗会谈情况。 法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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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伊冯·德尔博斯（Ｙｖｏｎ Ｄｅｌｂｏｓ）对罗方指出，法国不会反对罗马尼亚和德国发展关

系。 罗马尼亚应当采取与波兰类似的政策，即无论发生任何情况，法波同盟都得到了

维护。① 德尔博斯的谈话表明，法国明白它无法阻止德罗关系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

下，法国对罗马尼亚政策的重点是要求罗马尼亚无条件地维护法罗联盟。 作为对罗马

尼亚的报答，或许法国不会坚持要求罗马尼亚对捷克斯洛伐克承担新的义务。 如果捷

克斯洛伐克遭到德国攻击，那么罗马尼亚可以根据现有安全承诺不对捷克斯洛伐克提

供援助。 德尔博斯的谈话反映了法国对罗马尼亚政策改变的无奈。 这预示着法国联

盟转型失败。
法国无法实现法德和解导致法国对罗马尼亚影响力的进一步降低。 １９３６ 年圣诞

节前夕，德尔博斯会见德国驻法大使并表达了法德和解的愿望。 德尔博斯指出，１９１９
年他就提倡法德和解。 德国应该有原料产地、殖民地和贷款，交换条件是和平。 德尔

博斯详细阐述了法德在西班牙内战问题上达成谅解的具体步骤。 他希望大使能尽快

告知德国政府的答复。② 在给国内的报告中，德国大使指出，德国要么与法国达成协

定，要么让法国采取孤立德国的政策。③ 从报告的语气看，德尔博斯的论述打动了德

国大使。 大使的倾向性很明显。 他希望德国抓住机会实现法德和解。 然而，大使没有

理解法德和解对法国的东欧盟国产生的影响。 如果德国响应法国的倡议，那么罗马尼

亚会担心其成为法德和解的牺牲品。 在这种情况下，或许罗马尼亚会强化与法国的关

系，更积极地支持捷克斯洛伐克。 这对德国是不利的。 德国拒绝回应法国的倡议使得

法国对罗马尼亚的政策再次陷入僵局。 在对德和解倡议未得到积极响应的情况下，德
尔博斯退而求其次，以取消在东欧的联盟转型计划来维持法罗同盟。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１７
日，德尔博斯通知捷克斯洛伐克方面。 虽然法国基本同意捷克斯洛伐克的意见，但是

反对联盟转型的意见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法国必须改变原来的计划。④

１９３７ 年春，法国对罗马尼亚的有限的谈判能力最终导致联盟转型的流产。 罗马

尼亚对德国强调，无论法国的联盟如何转型，联盟不能是针对德国的。 罗马尼亚希望

在经济上和德国达成重大谅解。 罗马尼亚和德国不仅应发展政治友好，也应大量地增

加贸易。⑤ 在德罗关系发展的背景下，法国失去了对罗马尼亚谈判的筹码。 １９３７ 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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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１２ 日，法国外交部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指出，捷克斯洛伐克面临德国的威胁，并且与

苏联发展友好关系。 然而，罗马尼亚对德国是恐惧和羡慕交加，对苏联是恐惧和仇恨

交加。 因此，罗马尼亚不愿意承担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 底图内斯库和贝奈斯关

于将他们之间的联盟改造成欧洲外交的工具的设想已经破产。 法国必须放弃这个

计划。①

七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 年德国联盟转型的成功

当法国在东欧的联盟走向解体时，德国开始形成在东欧的联盟。 匈牙利和罗马尼

亚成为这个联盟的成员。 德国与匈牙利的关系是复杂的。 德国谋求修改《凡尔赛和

约》和匈牙利谋求修改《特里亚农和约》使得两国存在共同的安全利益。 然而，德匈之

间存在三个主要分歧。 第一，匈牙利境内 ５０ 万德裔少数民族使得匈牙利担心德国对

匈牙利提出领土要求。 第二，意大利制约了德国与匈牙利关系的发展。 德奥合并前，

德意曾在奥地利问题上存在严重冲突，两国甚至走到战争边缘。 １９３４ 年意大利与匈

牙利缔结协定，以协调意匈两国对外政策。 这一协定有针对德国的一面。 第三，德国

和匈牙利对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政策不同。 受德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影响，德

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政策是灵活和有条件的。 根据具体情况，德国会选择

强硬或让步。 然而，除奥地利外，匈牙利对其余邻国都有领土要求。 谋求从捷克斯洛

伐克和罗马尼亚“收复失地”是匈牙利对外政策的基石。 在这种情况下，若德国对匈

牙利做出安全承诺，则德国会被匈牙利卷入与德国无关的冲突中。 这是德国希望避

免的。

１９３８—１９４０ 年，德国和匈牙利从合作走向联盟。 首先，德奥合并后，德国对包括

匈牙利在内的新的邻国做出了维持边界现状的承诺。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 ２２ 日，希特勒接见

罗马尼亚公使时指出，德国与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边界是最终的。② 这一承

诺缓解了匈牙利对德国的疑虑。 其次，德意合作推动德匈合作。 １９３８ 年年底，匈牙利

和捷克斯洛伐克要求德国和意大利仲裁其领土争端。 匈牙利的领土要求超出了匈牙

利人聚居区，并且匈牙利拒绝按事先承诺接受仲裁结果。 匈牙利的政策引起了德国的

强烈不满。③ 然而，意大利支持匈牙利的诉求。④ 在德意合作的背景下，德国并未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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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反而在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后将卢西尼亚（Ｒｕｔｈｅｎｉａ）划给了匈牙利。① 最后，随
着法国的战败，德国认为修改《特里亚农和约》的时机到来了。 考虑到罗马尼亚石油

对德国的意义，一方面，德国支持匈牙利获得罗马尼亚控制下的特兰西瓦尼亚的部分

领土；另一方面，德国反对匈牙利对罗马尼亚使用武力。② 当匈牙利接受了德国对匈

牙利—罗马尼亚领土争端的仲裁，它就获得了德国对匈牙利领土的保障。 匈牙利成为

德国在东欧的盟国。
德国与罗马尼亚结盟的道路是曲折的。 １９３６—１９３９ 年，罗马尼亚奉行与法国友

好的政策。 １９３８ 年夏，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爆发危机。 捷克斯洛伐克购买了 ２００
架苏联飞机，由捷克斯洛伐克飞行员驾驶这些飞机，从苏联途经罗马尼亚飞抵捷克斯

洛伐克。 罗马尼亚对此予以默许。③ 这是罗马尼亚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帮助。 １９３９ 年

春，英国和法国保障了罗马尼亚领土完整，而罗马尼亚未按照德国的要求对英法的保

障提出异议。 这增加了德国对罗马尼亚的敌意，并促使德国承认苏联有权获得罗马尼

亚控制的比萨拉比亚（Ｂｅｓｓａｒａｂｉａ）。 战争爆发后，罗马尼亚奉行在交战双方之间“中
立”的政策。 如表 ７ 所示，罗马尼亚同时向德国和英国输出石油。 在德国看来，罗马

尼亚对英国的石油输出意味着它降低了对德国的石油输出。

表 ７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 年罗马尼亚石油输出估计值 （单位：千吨）

１９３９ 年 １９４０ 年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对德国 ９８ ６６ ６０ ２８ ２１ ４５ ５２ ５３

对英国 — ３５ １４０ １２０ ７５ １２０ ７０ ７５

　 　 资料来源： Ｍａｒｋ Ａｘｗｏｒｔｈｙ， ｅｔ ａｌ．， Ｔｈｉｒｄ Ａｘｉｓ， Ｆｏｕｒｔｈ Ａｌｌｙ： Ｒｏｍａｎｉａｎ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Ｗａｒ， １９４１－１９４５，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ｒｍｓ ａｎｄ Ａｒｍｏｕｒ， １９９５， ｐ．１８。

然而，战争的爆发也为德国和罗马尼亚结盟提供了契机。 战争使得德国对罗马尼

亚的石油需求更为迫切。 因此，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５ 日，德国外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

甫（Ｊｏａｃｈｉｍ ｖｏｎ Ｒｉｂｂｅｎｔｒｏｐ）明确警告匈牙利：在任何情况下，匈牙利都不得进攻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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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① 战争的爆发也使得罗马尼亚放弃了与波兰和法国的联盟。 １９４０ 年，德国在西

线的胜利使得罗马尼亚的“中立”政策难以为继。 英国的势力退出欧洲大陆后，罗马

尼亚要么倒向苏联，要么倒向德国。 当苏联出兵比萨拉比亚时，罗马尼亚谋求德国的

帮助遭到拒绝。② 然而，罗马尼亚的石油对德国至关重要。 苏联占领比萨拉比亚后，

担心遭到肢解的罗马尼亚谋求德国保障其残余边界。 当罗马尼亚接受了德国对匈牙

利—罗马尼亚争端的仲裁后，它就获得了德国对其残余边界的保障。 罗马尼亚成为德

国在东欧的盟国。
对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来说，它们的盟国不仅有德国，还有意大利。 战争爆发前，意

大利对德国的影响是重大的。 意大利帮助德国在西线牵制了英法军队，从而使德军得

以东进波兰。 然而，战争爆发后意大利对德国的影响力骤减。 德军使用“闪击战”的

方式消灭了波兰，并迫使法国投降。 然而，意大利的虚弱却暴露无遗。 １９４０ 年西线战

局已定。 法国亨利·贝当（Ｈｅｎｒｉ Ｐéｔａｉｎ）政府呼吁法军停止抵抗德军。 在这种情况

下，以 ３ ∶ １ 的优势兵力发起进攻的意大利军队却遭到法军的重创。③ 相对于德国，海
军是意大利的唯一优势军种。 然而，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塔兰托战役（Ｂａｔｔｌｅ ｏｆ Ｔａｒａｎｔｏ）使意

大利海军主力损失殆尽。 随着意大利军事力量的衰落，它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问题上

的发言权也损失殆尽。 正如罗马尼亚对德国强调的，意大利不能提供罗马尼亚最需要

的东西。④

德国对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谈判能力较强。 德国不仅可以对盟国提供物质援

助，而且可以在必要时直接出兵援助。 当匈牙利或罗马尼亚试图脱离德国的政策轨

道时，德国可以占领其领土或更迭其政权。 德国使用间接方式影响匈牙利或罗马尼

亚的能力同样不容忽视。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 年，匈牙利对南斯拉夫有领土要求。 意大利在

希腊的战事失利导致德国需借道南斯拉夫援助意大利。 若南斯拉夫拒绝德国的要

求，则德国便可用南斯拉夫的领土补偿匈牙利。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 年，罗马尼亚对苏联有

领土要求。 在德苏两军交界的宽广平原上，既无明显天堑，又无坚固工事。 德军对

苏军较高的突防能力意味着德国以苏联的损失补偿罗马尼亚的能力较强。 德国对

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损耗能力毫不亚于其补偿能力。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 年，德苏之间存在

《互不侵犯条约》（Ｇｅｒｍａｎ⁃Ｓｏｖｉｅｔ Ｎｏｎ⁃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ａｃｔ）。 即使德苏战争迫在眉睫，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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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的农产品和石油仍然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 若德国不进攻苏联，则德苏合作仍可

维持 １—２ 年。 只要存在德苏合作，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就可能成为德国对苏政策的

牺牲品。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西线战事的结束导致德苏在东欧失去了共同的敌人。 德苏关系开始

从合作走向竞争。 德国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结盟使苏联谴责德国违背《互不侵犯

条约》第三条关于磋商的规定。① 德苏关系的变化推动了德国在东线部署更多的武装

力量。 然而，匈牙利的领土、罗马尼亚的石油和匈牙利—罗马尼亚的争端对德国构成

了挑战。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当发起波兰战役时，德国曾向匈牙利提出德军过境的要求。 但

是，匈牙利拒绝了德国。② １９４０ 年秋，德军过境匈牙利再度成为现实问题。 与德国结

盟后，罗马尼亚要求德国向罗马尼亚派驻武装力量。 这既是针对苏联的，也是针对匈

牙利的。 鉴于罗马尼亚石油的战略意义，德国准备向罗马尼亚派驻武装力量。 然而，

德军进驻罗马尼亚需要利用匈牙利领土，而匈牙利则担心德罗联盟会鼓励罗马尼亚使

用武力夺回特兰西瓦尼亚。 因此，德国不得不考虑如何再次向匈牙利提出德军过境的

要求。③ 如果德国能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建立安全承诺，那么德国将获得对苏政

策的主动权。

正当德国考虑匈罗关系时，德苏关系的恶化使得在东欧的联盟转型变得更为迫

切。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中旬，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Ｖｙａｃｈｅｓｌａｖ Ｍｏ⁃

ｌｏｔｏｖ）访问柏林。 在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三个问题上，德国和苏联的立场大相径

庭。 关于芬兰，德国不能允许苏芬之间再次爆发武装冲突，而苏联则不能允许德国插

手苏芬关系。 关于罗马尼亚，德国强调保障罗马尼亚是为了保证石油供应，而苏联则

认为这鼓励了罗马尼亚反对苏联。 关于保加利亚，苏联要求德国允许苏联对保加利亚

给予保障，而德国则建议苏联与保加利亚会谈。 在苏联看来，德国试图阻止苏联对保

加利亚施加影响。④ 如果德国试图在对苏政策中取得主动，那么德国就要强化在东欧

的存在。 因此，德国必须缓和匈牙利与罗马尼亚之间的敌意。 莫洛托夫的访问表明，

东欧联盟转型已成为德国外交中的紧迫问题。

送走莫洛托夫后，希特勒会见了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领导人，并着手建立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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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罗马尼亚之间的安全承诺。 德国对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领土争端的仲裁没有完全满

足匈牙利的要求。 因此，希特勒赞赏匈牙利接受了德国的仲裁。 希特勒着重指出，

“德国应该赢得越来越多的朋友和盟友”。 关于匈牙利驱逐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

人，希特勒表达了同情：过去 ２０ 年罗马尼亚人恶劣地对待匈牙利人。 因此，匈牙利人

目前只是对忍受多年的错误行为的反应。① 在巩固德匈关系的同时，希特勒赞赏罗马

尼亚付出的领土代价。 希特勒对安东内斯库指出，“历史不会停在 １９４０ 年”。② 这无

异于暗示，在纳粹建立所谓“欧洲新秩序”之后，德国将根据罗马尼亚的所谓“贡献”重

新划分欧洲疆界。 除了对罗马尼亚提供政治支持外，德国向罗马尼亚提供总价值 １ 亿

马克的经济援助，并准备按罗马尼亚的作训计划增派 １ 个德国师。 为了减轻罗马尼亚

的负担，德国全面负担德军的后勤。③ 在德国的推动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几乎同时

加入了德意日三国协定（ ｔｈｅ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 Ｐａｃｔ），成为轴心国成员。 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匈牙利终于允许德军通过匈牙利前往罗马尼亚。④ 这是匈牙利对德国—匈牙利—罗

马尼亚之间安全承诺的实践。 德国的联盟转型初见成效。

１９４１ 年春，德国和苏联同时在东欧大规模增派武装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谋

求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共同走上东线战场。 因此，德国以补偿能力强化联盟转型。 当德

国与南斯拉夫关系恶化后，德国允许匈牙利获得南斯拉夫领土。⑤ 当德国准备进攻苏

联时，按希特勒的说法，当冲突结束之后，罗马尼亚将得到无限制的领土补偿。⑥ 在这

种情况下，根据意大利的判断，在对苏战争中，“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准备合作”。⑦

这个判断很快得到了证实。 德国发动对苏战争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便将本国军队派

往前线。 在德苏战场的南段，德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军队并肩作战。 这意味着联

盟成员以最高形式履行了它们彼此的安全承诺。 对德国外交来说，发动对苏战争是个

无可挽回的错误。 然而，德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军队共同参战却标志着德国在东欧

联盟转型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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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启示

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指出，联盟成员共享安全利益的程度和联盟成员共享价值规范

的程度是解释联盟类型的主要因素。 现有理论并未讨论联盟转型成败的主要条件，也
未讨论给出的两个基本因素的交互作用对联盟转型的影响。 在肯定现有理论解释力

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谈判能力是解释不对称联盟转型成败的必要

条件。 强盟主对弱盟友的援助能力、干涉能力、补偿能力和损耗能力越强，联盟转型越

容易成功；反之，联盟转型越容易失败。 笔者选择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法国在东欧的联盟转

型失败和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 年德国在东欧的联盟转型成功作为检验理论的案例。 依据多国

档案，笔者检验和发展了一个关于不对称联盟转型成败的理论。
讨论不对称联盟转型的条件有助于理解美国将亚太地区的多个双边联盟转型为

一个多边联盟的可能性。 美国及其盟国存在安全利益与价值规范之间的不匹配。 例

如，在东北亚地区，美国、日本、韩国存在类似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 然而，三国的安

全利益并不一致。 美日联盟有针对中国的一面，然而韩国的主要安全关切是朝鲜。 与

日本不同，美国、韩国与俄罗斯之间不存在领土争端，而日本与俄罗斯和韩国都存在领

土争端。
中国崛起首先影响了亚太地区。 因此，近年来美国试图将美日、美韩双边联盟转

变为美日韩多边联盟，以便塑造中国崛起进程。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美国、日本、韩国签署

了《关于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情报交流协议》。 协议规定，韩国与日本通过美国交流

有关朝鲜核与导弹的情报。 在征得韩国同意的情况下，美国可以将韩国掌握的情报提

供给日本。 在征得日本同意的情况下，美国可以将日本掌握的情报提供给韩国。① 鉴

于日韩安全合作滞后，自 ２０１１ 年开始，美国便鼓励日本与韩国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

定》。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日本和韩国签署了该协定。 针对这一协定，中国政府着重指出：
“有关国家固守冷战思维，加强情报军事合作，将加剧半岛对立对抗，给东北亚地区增

添新的不安全不稳定因素，不符合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不符合地区各国共同利

益。”②这一声明表达了中国对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关切。
美国对盟国谈判能力决定美国能否在盟国之间建立安全承诺。 美国对日本和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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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韩美日签署关于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情报交流协议》，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ｈｏｔ ／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５３０９８０７ 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 日。

《外交部回应韩日签署 〈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ｍｉｌ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２４ ／ ｃ ＿
１２９３７６３５５ 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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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援助能力较强，但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干涉能力、补偿能力和损耗能力较弱。 驻

日美军和驻韩美军的存在表明，美国有能力与日本或韩国协同作战。 除驻军外，美国

对日本和韩国提供大量军事援助。 例如，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７ 日，韩国陆军航空作战司令

部的两个营装备了从美国引进的 ３６ 架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韩军和驻韩美军拥有的阿

帕奇直升机总数达到 ８４ 架。① 尽管如此，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干涉能力有限。 当美

国与“非民主国家”结盟时，美国军事占领盟国和更迭盟国政权的阻力较小。 例如，冷

战时期，美国曾经使用武力更迭南越政权。 然而，当美国与“民主国家”结盟时，发生

强制性较高的干涉事件将同时与美国和盟国的价值规范发生背离。 鉴于干涉产生的

负面政治影响，美国会尽量避免对日本或韩国实行军事占领或政权更迭。 因此，美国、

日本、韩国共享的“民主体制”降低了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干涉能力。

除直接影响盟国的能力外，美国间接影响盟国的能力也较弱。 在亚太地区，中国、

俄罗斯和朝鲜是美国潜在或现实的竞争者，然而中、俄、朝都拥有核武器。 虽然朝鲜的

军事力量逊于美国，但朝鲜的核武器、导弹和其余各类常规武器对驻韩美军和韩国军

队形成了有效的威慑。 这就使美国以竞争者为代价补偿盟国的能力有限。 同时，美国

对盟国的损耗能力也很有限。 中国国力接近美国使得中美关系竞争性有所加剧。 欧

洲综合性的安全矛盾使得美俄难以真正和解。 在核武器和导弹问题上的尖锐对立，严

重制约了美国与朝鲜关系的发展。 因此，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关系中，中美关系、俄美关

系和朝美关系的发展空间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韩国对美国的安全承诺相对放

心。 尽管美国乐见日本和韩国之间建立安全承诺，但日本和韩国却缺少足够动力按照

美国愿望构建联盟关系。 因此，美国可能凭借对盟国较强的援助能力推动亚太联盟转

型。 然而，美国对盟国有限的干涉能力、补偿能力和损耗能力将使得联盟转型的过程

阻力重重。 美国成功实现联盟转型的可能性不高。

（截稿：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责任编辑：王鸣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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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军部署 ３６ 架阿帕奇直升机》，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０１ ／ ２９ ／ ｃ＿１２９４６２５７４ ｈｔｍ，访问

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 日。


